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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关系是构成社会运行基础的重要社会经济关系，实现对它的良好治理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

现实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机制，无论政治逻辑赋予的应然角色，抑或过往事实蕴含的实然经验，皆表明媒

体需要成为治理参与的行动者。通过观察具体经验现实，在与源自域外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对话的基础上，研究

发现：当前语境下劳动关系治理中媒体的建设性，其核心内涵应理解为一种以“寻求实践方案为重心”的理念。

贯彻媒体的建设性，意味着观念上应秉持“积极的专业参与”立场，行动上则重在寻求“实践导向的方案”。其间，

如何妥善处理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是媒体面临的普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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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研究 ]

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最为基本与重要的关系之一。在经济社

会转型过程中，当前中国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与多发期。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颁行。这一纲领性的政治文件明确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一项

艰巨繁重的任务。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全球经贸关系变局，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劳动关

系的风险性愈加突出，已演化成当前社会治理中潜在的“重大风险”。现代社会中，风险的扩散

具有“回旋镖效应”——“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而且“并不只是

向单一的源头发起还击，它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1]。全球化时代与经济转

型期，劳动关系日渐嵌入由多元行为主体所构建的关系网络，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政府研究而开

展广泛的治理研究 [2]。

理论层面，从制度主义路径进行考察，媒体是参与治理的一个工具性“政治机构”[3]。经验层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媒体批评报道运作逻辑的研究发现，国家自觉将媒体纳入既有的权力结构，

使之成为一种“治理技术”[4]。梳理历年政治文件中有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的论述可以发现，

媒体的利益表达与协调功能多次被强调。以“文件政治”的视角进行观察，媒体在劳动关系治理

中的作为被寄予一定期待 [5]。然而，媒体作为的现实境况与理想图景尚有相当距离，媒体总体上

只是“潜在行动者”[6]，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作为构成社会运行基础的重要社会经济关

系，实现对它的良好治理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媒体作为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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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制，无论政治逻辑赋予的应然角色，抑或过往事实所蕴含的实然经验，皆显示出媒体需要

成为治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当前语境下，若要在劳动关系治理中充分发挥潜能，媒体作为行动

者需要秉持什么理念？何以具体实践这一理念？研究拟通过观察相关经验现实，在与建设性新闻

理念对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始于丹麦等国的建设性新闻运动引人瞩目。究其本质而言，它是对西方新闻传统的

反省、纠偏、修正与补充。作为行动路径，它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涵盖方案新闻、预

期新闻、和平新闻、恢复性叙事 4 个重要分支，强调坚持发挥新闻核心功能，同时在新闻流程和

具体产品中运用积极心理策略，致力于生产“卓有成效和参与性的报道”[7]，以更好地服务公众。

作为一种新闻理念，它包括解决特定问题、以未来为导向、包容与多元、公民赋权、解释新闻语

境、协同创新 6 个核心要素 [8]。可见，建设性新闻主要把积极心理学作为西方新闻业“负面偏向”

传统的改造工具，在客观性基础上强调介入性，突出新闻实践的公众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

行动导向。

西方新闻界的建设性新闻运动得到国内学界相当程度的关注。相关研究大多认为它是具有创

新意义的积极探索，例如：建设性新闻是公共新闻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反传统的实践追求维护公

共利益的新闻业传统价值 [9]；以追求人类社会“公共善”为旨趣，以积极心理学的策略弥合分歧

与凝聚认同 [10]；具有典型“伞式”特征，试图囊括历次、多种西方新闻改革运动理念与实践，蕴

含“树起新一轮公共责任大旗的可能”[11]；通过更新新闻知识生产方式、建立记者与受众的对话

模式、拓深新闻价值要素等方式逐步确立一种新的新闻范式 [12]；意味着媒体功能由“监察”转向

“社会建设”，所强调的“赋权和弥合社会分裂”更适用于当下社会语境 [13]。同时，也有研究者

冷静地审视其理论局限、实践困境以及语境适用等问题。典型观点，如建设性新闻理念虽具有“范

式转换”的新意，但作为特定背景下的一种新型替代理论，难以被推广并主流化 [14]。 建设性新闻

实践能否扩散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其目前的探索距离重新规范新闻实践的目标甚远；它所强调的“负

面偏向”反思，与国内倡导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政策的关系也需再考察 [15]。

国内研究者高度关注建设性新闻议题，无论积极肯定抑或冷静审视，具体观点虽有分歧，核

心关怀或可趋同。这一源自域外的理念及其实践，对当前中国新闻业发展有何实质性意义？本研

究的核心关怀更为具体：对于媒体寻求积极参与劳动关系治理，建设性新闻理念有什么参照价值？

其中，如何准确地理解建设性应是关键所在。

社会哲学较早对建设性展开探讨，将之视作与解构性相对的概念。作为重要哲学文化思潮的

后现代主义，被认为不仅具有“摧毁、解构、否定性”的面向，亦蕴含“积极的、肯定的、建构

性”内涵，其建设性向度主要体现为“倡导创造性和对世界的关爱，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16]。

作为现代新闻业的基本理念，建设性早已见诸中西新闻类文献，多被用于阐述新闻业的社会使命，

建设性新闻运动只是重新激发了对它的关注与讨论。理解概念需要置于具体语境，作为一个开放

性概念，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媒介环境下，新闻建设性所呈现出的特征存在具体差别。例如卢旺达

等国家出于“后殖民语境和族群冲突的集体记忆”，其新闻建设性更多体现为“弥合冲突与促进

和谐”[17]。

国内讨论建设性新闻实践的著述，大多涉及对建设性内涵的分析。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来自

业界的经验思考。《中国青年报》编委吴湘韩认为，与建设性相对立的概念是破坏性、颠覆性而

非负面，建设性新闻不应被视为相对独立的新闻产品类型，而是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归依”

的新闻理念，需要渗透于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 [18]。《新京报》评论部副主编佘宗明提出，该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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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中的建设性是以公共性为前提的，在重大事件上需要保持“在场”姿态，以演讲者而非旁

观者的立场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以及依靠专业的力量让论说更有见地 [19]。二是关于业界实践

的研究。中国范式中的建设性推崇整体观和系统观，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暖新闻

等尝试都是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样本 [20]。国内专业媒体在新冠疫情报道中注重从选题、内容、写作

3 个角度诠释建设性，通过“情报员、领航员、协调者和动员者”的身份构建使媒体行动与社会治

理产生关联 [21]。相关研究对建设性的具体阐述其实颇有出入，可见它是一个相当有张力的概念。

在此，研究关注媒体与劳动关系治理这一实质问题， 拟以具体案例探讨媒体的建设性：它的核心

内涵是什么？如何落实于新闻实践？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常而言，作为一种实证研究，较之其他方法，案例研究更适用

于以下 3 种情形——研究问题的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研究的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

的事件”，研究者对于当前发生的事件“不能进行控制或仅能进行极低程度的控制”[22]。根据本

研究的问题类型、研究对象特征，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适宜选择这一方法。

具体案例的选择应具有典型性——“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或共性的性质”[23]。中国当代劳

工社会学的研究聚焦社会转型中“再形成”的劳工群体 [24]，关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

以丰富扎实的田野调查得出，如何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始终是劳动关系治理的难点所在。

这在农民工问题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

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2006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提出需要及时解决一系列严重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突出问题。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就报道量而言，媒体对农民工议题有较多关注。

经由多年追踪观察，本研究选取了 3 个关乎农民工群体劳动关系的典型报道案例。此外，当下平

台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
显示：2021 年，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

模同比增长 9.2%，在助力实现“六稳”“六保”、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

显。平台经济所形塑的“平台型就业”，促使亿万劳动者的生计模式由标准就业向弹性就业转变，

他们的权益保障与体面劳动问题广受关注，成为 2021 年主流媒体“共同的年度议题”[25]，至今依

然是舆论热点。因而，本研究还选取了一个关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劳动关系的报道案例。

综上，本研究共选取了 4 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案例 1 为 2003 年《南方都市报》对“少年阿

星杀人事件”的报道，案例 2 为 2005 年《中国青年报》策划的一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题

报道，案例 3 为 2011 年《南方都市报》组织的“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大型主题报道活动，

案例 4 为 2020 年《人物》杂志对外卖骑手群体系统困境的深度透视。

这 4 个案例的选取皆以“典型性”为标准。案例 1 中“法治”与“悲情”两种报道框架间的

冲突与张力，在此后由劳资纠纷导致的极端事件报道中多有显现，如 2005 年“王斌余案”、2009
年“刘汉黄案”、2012 年“刘双云案”、2016 年“马永平案”等，报道框架的选取深刻影响了媒

体对经验现实的建构。案例 2 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试图全面呈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境况，

从媒介话语权 [26] 角度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能实现反映主体性的利益表达。这组报道至今

仍是主流媒体同类主题报道中的精品。案例 3 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公共性，获得由《看历史》杂志

发起的“国家记忆 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唯一的“年度历史写作大奖”，授奖词中写道——这

一报道“以底层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 30 年间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并从中探究中国社会巨大

改变的原动力，很好地诠释了‘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的媒体使命”。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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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舆论对新业态劳动者境遇的高度关注，如何规制平台用工问题由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

推动政府出台具体治理举措。人社部、发改委等 8 部门于 2021 年 8 月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因此，上述案例的典型性既体现在专业层面，表征了

当前新闻业的基本议题，诸如媒体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媒体的公共性及其实践等，更体现在社会

层面，农民工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需要被高度关注的劳动者群体，其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这 4 个案例从不同角度论及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议题，使诸多

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乃至推动公共政策，从而发挥了媒体具体的“治理参与”功能。综上，社会价

值与专业关切共同构成了案例的典型性。

案例材料均由公开途径获得，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前台的新闻产品——媒体报道的公开文本；

二是后台的操作经验——新闻生产一线的思考，编辑、记者自撰的手记或接受的访谈。案例分析

追求的目标是从故事到知识，具体案例的独特性有必要和一般性知识建立关联，其所能提供的社

会知识包括“解释性知识”“理解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27]。为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目标，本

研究采取的具体策略为：首先，具体描述案例，尽可能地为分析提供必要细节；其次，归纳分析

案例，寻求建构具有一般性的解释。

三、媒体行动的核心理念：成为负责任的中介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媒体是一种社会中介机制，二者均参差多态。若想在劳动

关系治理中充分发挥潜能，媒体需要公正呈现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实现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与连

接。因此，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媒体建构的镜像如何尽可能地趋近现实？

究其本质，新闻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具有独特链接价值，同时限于多种因素制约与影响，新闻

也会有“符号表征上的简化”，以不同方式“遮蔽”乃至“扭曲”事实世界 [28]。那么，何以消解

新闻的固有局限？本研究所选取的 4 个案例具体内容有别，但均在尝试回应这一问题。

案例 1 为一起事件报道。2005 年 1 月 20 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一篇调查性深度报道《深圳

“砍手党”来自小山村》，记录新生代农民工阿星的故事：一位自 15 岁开始即在深圳“砍手党”

团伙里炒菜做饭的小伙子，从未参与过任何一起作案，18 岁时离开该团伙，到潮阳的一家工厂打工。

但是报道发出不到半年，阿星就出事了。7月 8日，他因旷工一天就被开除，工厂又“扣了他的工资”，

于是他一怒之下砍杀主管。事后，他潜逃至深圳，主动联系了记者，希望其能够陪同自己前去自首。

7 月 11 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一篇深度报道《阿星杀人事件透视》。在记者与阿星的长篇对话中，

有关于他在工厂劳动处境的描述，“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旷了一天，就被开除了。

如果不是每天工作 12 小时，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7 月 12 日，该报发表

社论《阿星杀人 不要让悲情遮蔽血腥》，认为这是一桩“很容易被悲情化”的犯罪事件，公众舆

论谴责社会、同情阿星的情感，容易被放大为主导话语，在“悲情美学和‘英雄’逻辑的指引下，

将事情简化、浪漫化”。该社论强调，阿星杀人固然有其悲哀之处，但是不管多么义正辞严，应

该回到社会结构之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行动“必须首先是合法的”。比较报道和社论的

文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当时的评论编辑何雪峰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对此报道有

过分析：这篇报道体现出“阿星杀人是社会的悲剧”导向，但是基于细节判断，他认为该论调是“很

勉强的”；这一报道倾向还与编辑部强调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对阿星杀人不从法治角度而只

从悲情角度去理解的话，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所以，社论指出“阿星杀人有悲情也有血腥”。

何雪峰以此事为例，意在阐述评论对“报纸性格塑造”的作用，强调“我们知道记者未必认可，

如果他们都认可，我们就未必要发这种评论。这种做法是有意识的平衡，既引导读者，也引导编辑、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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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为一组专题策划。2005 年 9 月 6 日至 23 日，《中国青年报》推出一组“新生代农民工”

专题报道，以“报道 + 评论”的方式，尝试多角度、立体化呈现此群体的生活境况、人生追求以

及现实困境。此专题由 10 篇报道与相应的新闻述评构成，皆在经济版头条刊发。具体篇目包括：

（1）《拥有了打工户口的北京青年感叹：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同》+《这个人——新生代农民工的

精神气质》；（2）《长沙农民工公寓为何无人入住》+《让微弱的声音响亮起来——新生代农

民工的生存诉求》；（3）《民工子弟学校入驻高档小区遭抵制》+《让平等的阳光照耀心怀——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渴望》；（4）《这一路，我走得很辛苦——一个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的自白》

+《让成功的笑容不再凝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感受》；（5）《员工委员会：实现权利的沟

通实验》+《让理性的精神引导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6）《“当最低生存维持

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乖孩子进城为何变成了抢夺团伙》+《让人生的方向不再迷

失——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7）《王晓桥申请建立农民工工会捍卫权益  湖北省云梦县

总工会批准当地第一个农民工工会成立》+《让正义的力量不再缺席——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期待》；

（8）《工伤不赔偿、工资拖欠，被视为劳资纠纷中的“火灾隐患”   义乌市尝试破解农民工难题》

+《让希望的号角声更加响亮——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怀》；（9）《92%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曾

受歧视   山城热议“棒棒”改名》+《让冷漠的眼神变得温暖——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环境》；（10）
《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小陈热线映照打工青年生存景象》+《这梦想，很长，很远》。主

创者的业务札记透露：该专题的策划始于 2005 年夏，是对当时一些媒体报道农民工杀人事件时“强

烈的道德倾向”的警惕与反思 [29]。《中国青年报》以“理性精神引导诉求”为目标，选择“特稿

+ 评论”的报道样式，在采编过程中寻求兼顾报道客观事实与提供理性认知的平衡。

案例 3 为一次主题行动。2011 年《南方都市报》组织一支特别报道团队，包括南方报业集团

的 60 多名骨干记者，推出了“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专题。从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 月，

总共发出 42 篇编年史系列报道，记者足迹遍及 26 个省份 40 多个县市，采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通过口述故事、记者访谈、个案剖析、历史图谱及社会学分析，从人的角度去呈现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工群体如洪流般迁徙流动的鲜活历史。专题分为 5 个部分：（1）《反叛土地的农民（1981—
1984）》，包括“从田里拔出脚，变成一个商人”“摘衣帽做工人”“输出劳务，翻越城乡高墙”“走

天涯，创世界”4 组样本。（2）《跨一只脚进城（1984—1988）》，包括“农民工造城办厂，离

土不离乡”“城市拓荒者‘打工妹’群像”2 组样本。（3）《洪流席卷中国（1989—1999）》，

包括“中原动，全国起大潮”“打工梦想，当自己的老板”“潮来潮往，潮起潮路”3 组样本。

（4）《留不下的城，回不去的乡（2000—2008）》，包括“城市户口，一道跨不过的政策坎”“无

名分，城市白居不易”2 组样本。（5）《新生代农民工   迷失在城市里的一代（2009—）》，包括“新

生代农民工上岗”“农村城市两茫茫，路在何方”2 组样本。这一专题随后以《洪流》为名结集出版。

此外，该报还设置了专门史系列报道，选取若干样本，从村庄史、家庭史和个人命运史 3 个角度，

进行更细致入微的社会学记录挖掘，发表深度报道共 20 篇，后以《呼吸》为名出版，书名的寓意

为“呼吸，是细致入微，是攸关生死，你必须要以此方式去贴近去静听，才能了解他们，理解历史”。

主创者的业务札记显示，组织这一主题行动基于下列认知：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重

要支脉，需要跳出将“他们”作为单纯生产资料的思维认知，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群体。

在具体实践中，样本的选择、数据的获取以及观点的突破，均面临挑战。“我为之有跃跃欲试的

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烟海的茫然无序”，项目执行人、时任副总编王钧曾如是说。后来报道团

队参考诸多学术研究，决定从“建立方法论”开始，召开专家座谈会并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问题研究中心合作，除明确“立足迁徙史”，致力于日常个案记录外，还尝试探寻其中的历史逻辑，

旨在通过全面记录以促进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缓和各阶层之间因误解导致的矛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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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手资料与政策参考”[30]。

案例 4 为一个现象透视。2020 年 9 月 8 日，《人物》杂志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超过两万字的

深度调查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有关平台用工、零工经济、数字劳动关系等

问题的广泛讨论。报道从探究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车祸越来越多”入手，通过为期

近半年的深入且系统的调查，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数百万外卖骑手的背后居然是“一

个如此庞大、细密、盘根错节的系统”。该文还尝试对此“系统”进行解读，提炼出“算法”这

一焦点，其中重点援引郑广怀、孙萍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行讨论。9 月 28 日，又推送记者“手记”

《能够帮外卖骑手走出困境的，不是怜悯》，详述了新闻生产的“后台”状况。据其所言，编辑

最初提出的选题是“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车祸越来越多”。记者翻阅资料后发现，过往新闻几乎都

是简单报道这一现象，或者仅浮泛地从行业规则角度进行解释，于是决定从“寻找骑手”展开调查，

找寻其中的复杂原因。这一环节耗时甚长——“2019 年的最后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寻找全

国各地愿意说出故事的外卖骑手”，因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深度报道的基础，就是要有足够多的

样本量，以及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证据和细节”“样本量不仅要充足，还要分配平均”。在寻找过

程中，记者初步了解到外卖平台骑手端的运行规则，同时也获得大量有关他们工作困境的故事和

细节。然而，“一篇扎实、令人信服的深度报道的成立，仅有故事、细节，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寻找现象背后的原因。于是，在外卖骑手讲述工作流程的基础上，记者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

查，将目标定位于站点的站长、调度、商务拓展等配送链条中的环节，相对外卖骑手他们更清楚

系统如何运作。与他们接触起初不易，记者以足够的耐心与真诚逐步建立起信任。通过上述调查，

采编者发觉现象背后的“系统”已经浮出水面，外卖骑手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困境。为了更深入

地探究，记者进一步找寻交警、社会学学者等“他者视角”和“外部视角”。这篇报道从操作到

完成用时约 10 个月，记者先后五易其稿，最终确定以“收到”“大雨”“导航”“电动车”“五

星好评”“最后一道屏障”等 12 个关键词代表外卖骑手在配送中面临的问题，尝试用还原配送过

程的方式讲述这个庞大的、密不透风的“系统”。

本研究以描述性的方式呈现案例，并尽可能保留必要的细节，旨在突出其间媒体如何在宏大

的结构中具体地进行能动的实践。这些案例的经验得失反映出：在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应

秉持“负责任的中介”理念，这是建设性对媒体行动的必然要求。“负责任”意味着媒体在实践

中需要尽可能地持守“责任伦理”。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韦伯提出“信念伦理”

与“责任伦理”的概念并强调它们之间“有着深邃的对立”。根据韦伯研究专家施路赫教授的解读，

二者不同的关键在于对“能为”的评价方式，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

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信念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

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1]。对于媒体行动而言，实践“责任伦理”应成为一项重要的

德性准则。具体到劳动关系领域，这意味着诸多现象与事件不仅仅是“源自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

往往也是“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媒体对其的呈现，既应准确报道以唤起公众的充分关注，

亦需公正评论以形成健全的舆论。 

四、媒体行动的现实进路：建设性的专业实践

当前在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如何成为 负责任的中介？在既有活动空间中，媒体经由什

么样的 现实进路，方能实践这一理念？ 4 个研究案例显示：媒体行动应立足于建设性的专业实践。

专业是对媒体实践的品质要求，简言之，其核心是在事实层面尽可能求真、寻求呈现具体问

题的“实践逻辑”[32]。上述案例 4 提供了一个观察标本，就具体新闻生产而言，《外卖骑手，困

在系统里》存在一定遗憾——美团和饿了么算法技术团队的工程师，大多以“公司机密”为由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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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约访，记者只能通过查阅公开资料以还原和讲述算法系统的基本规则，文章对算法的批判是

否完全合理存在一定争议。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此文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准则，尽力呈现可验

证的事实，深入挖掘一个熟视无睹的问题。采编者自谦“只是尽了一个报道者的本分，没有停留

在表面的现象”，希望技术背后的“人”——活生生的、努力奔跑的劳动者们——能够得到外卖

平台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体、情感、需求和生命应该是比时间、利润、数据更重要的事”。

这般尽职业的本分，其实正是专业精髓所在。至于“建设性”则关乎媒体实践的方向。案例 1 中《南

方都市报》社论基调的确立、案例 2 中《中国青年报》专题策划的意旨，主创者的行动意图均显

现出鲜明的建设性追求。案例 3 作为一次迄今为止最有规模的农民工主题报道行动，生动地诠释

了何谓建设性的专业实践。观察这些具体案例所呈现出的新闻建设性，可发现均蕴含着在制度框

架内为社会问题寻求可能解决方案的旨趣。这与建设性新闻的“方案导向”有共通之处。

尽管作为一个“伞式术语”，建设性新闻的边界模糊、领域宽泛，不过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

分析显示，“方案新闻”实践已较普遍地被视为其主要构成元素 [33]，倡导在报道具体问题的同时

提供潜在解决方案。甚至有研究者直接将建设性新闻概括为“一种以积极的方案来解决冲突性事

件或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方法”[34]，认为其出发点是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以帮助公众更好地

面对社会现实。欧美建设性新闻的实践 [35] 也体现了这一追求，北欧四国的“解困新闻”、《纽约

时报》的《解决》（FIXES）专栏等可谓其中典型。国内学者的论述亦多肯定方案导向的价值，例

如：以重构社会问题的智慧方案实现“赋能于世”，彰显了建设性新闻的价值理性 [36]；在疫情信

息传播中以“解决方案思维参与风险治理”，是建设性新闻可行性的重要体现 [37]。简言之，注重

方案导向，意味着强调从消极揭示问题转向积极解决问题，通过报道解决方案推动社会进步。对

于探索当代中国新闻业发展进路而言，倡导“方案”思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我们还需

要注意到“方案”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意涵。有研究者提出，中国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实践以“共

识兼顾与集体取向”为特征，其所强调的方案实践需注重“协调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既考虑

普通民众需求更兼顾发展大局 [38]。

兼顾应然与实然，本研究主张当前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建设性可界定为一种以寻求实

践方案为重心的理念。此处，理念旨在强调建设性应成为渗透和贯穿 于新闻生产全过程的内在价

值追求，其以赋权多元主体、促成公共商议、凝聚社会共识为旨归。若要真正推动社会建设，方

案必须避免凌空蹈虚。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理念的“建设性”，其核心内涵应为寻

求实践方案，即充分体悟经验现实的复杂性，基于实践理性探寻具体方案，这就需要切实遵循实

践逻辑而非理论或是话语逻辑。换言之，方案需要具备充足的实践感，“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

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39]。鉴于此，特定的类型或样式等并非判断新闻产

品具备建设性与否的决  定性要素，在具体新闻生产中是否运用积极心理学或相关行为科学技巧亦

非关键所在，尤其需要警惕罔顾语境地批评新闻报道的负面偏向问题，否则很可能会出现具体错

置的谬误。衡量建设性的基本标准在于，新闻产品的议题、信源、框架等关键要素能在多大程度

上服务于寻求实践方案这一目标。立足于经验世界及其逻辑，探寻问题可能的解决之道，在当下

风险充溢环境中的歧见迭出的重要议题上尤应如此。

在具体新闻实践中如何贯彻媒体的建设性理念？一方面，在观念上，基于布洛赫所主张的“希

望哲学”——一种“鼓舞世人批判现实、超越现实、走出黑暗、瞩望未来的哲学”[40]，媒体可尝

试建构“希望新闻学”[41]，秉持面向未来的希望理念，平衡公正地呈现人类正在进行的探索。另

一方面，在行动中，媒体应尽可能地进行“反思性的自我调控”，吸收建设性新闻运动实践的有

益养分，尝试在“积极自由”概念框架内形成“主动记者”的角色定位 [42]，深度激发自身参与社

会治理的潜能。当前中国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呈多元化特征，不同主体行动逻辑有别，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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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体目标充满张力，已然构成治理的结构性背景。媒体行动以建设性的专业实践为现实进路，

观念上需秉持积极的专业参与立场，行动上则重在寻求实践导向的方案。因而，需要在新闻生产

中做到：敏锐地发现，洞察纷繁表象提炼出实质问题；深入地挖掘，避免可能的偏见，呈现事实

全貌；有序地组织，以促进多元对话凝 聚基本共识；真诚地倾听，以众人之智寻求解决方案。这

就需要新闻报道尽可能地面向未来与公众，倡导良善与共情。

观察当前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媒体境况，这一主张总体虽尚是应然期许，但已有个案值得圈点，

如上所述的案例 2、案例 3、案例 4。它们的经验显示出：媒体能否成为劳动关系治理的积极行动者，

端赖其在新闻实践中是否秉持专业性与建设性，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后者是前者的旨归。惟有立

足于建设性的专业实践，媒体方可成为负责任的中介。

五、结论与讨论：全面理解结构寻求实践方案

源自域外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具有一定的范式转换新意，其作为他山之石对当代中国新闻业的

启示价值，应当立足经验现实进行具体观察。国内已有研究多为理论的引入与阐释或探索媒体实

践应用，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更具实质性与本土化的探讨。其中，对建设性的内涵及如何实践进

行语境化的思考甚为关键。本研究以讨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催生的实质问题“媒体如何参

与劳动关系治理”尝试对此作出回应。当前中国劳动关系可界定为一种“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下

的劳动关系”[43]。在治理实践中，权益、稳定、发展的不同诉求充满张力而又同时存在。鉴于此，

媒体应承担“负责任的中介”角色，提升“风险治理参与”效能。经验案例显示，媒体在个案层

面有一定作为，尚需进行系统的努力，其现实进路是以专业的建设性实践为基石的。

人类社会实践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相互之间存在借鉴可能。在此，源自域外的建设性新

闻理念，其方案导向对国内的新闻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本研究聚焦于此展开对话，认为当前劳动

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的建设性，其核心内涵是寻求实践方案。所谓“实践方案”，需要在实践社

会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是指具有充分实践感、基于实践逻辑的具体行动方案。如何面向经

验现实、寻求实践方案？以哈贝马斯主张的“双轨制”商议民主理论进行观察，媒体应成为构建

公共 领域的重要行动者，它既是“弱公共领域”的有机构成，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成为真正决策

边缘背景的“非正式的、多重分化和错综交织的交往之流”的质量，又是连接“弱公共领域”与“强

公共领域”的重要中介，“有约束力的决策——如果它要具有合法性的话——必须受到交往之流

的导控”。简言之，媒体应成为敏感的社会“传感器”，发挥“预警”信号功能，并且必须用“有

实效的问题化过程作为补充”，除积极觉察、辨认问题之外，还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

问题变成讨论议题”，从而“造成一定声势”使之进入政治系统 [44]。

为贯彻建设性理念，媒体在观念上应秉持积极的专业参与立场，行动上则重在寻求实践导向

的方案。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行动逻辑呈多元化，具体

议题往往具有异质性、冲突性，因此对劳动关系问题的报道，媒体报道难以充分进行，其作为的

现实境况是发声与遮蔽相交织，需要“以宽容与法治为方向，降低新闻生产风险”[45]。惟有制度

空间与能动主体的良性  互动，媒体方有可能服务于多元意见的形成、表达与聚合，从而促进社会

保护、促成社会对话。若要充分发挥治理参与的潜能，媒体作为行动者需要辨证认知并且妥善处

理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对此，“结构化理论”有一定启发意义：结构与行动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

结构通过行动不断得以重构或再生产，同时结构也是行动得以可能的中介；结构并非只是单纯的

外在限制，而是同时具有“约束性与使动性”[46]。因而，媒体对实践方案的寻求需建基于全面理

解结构之上。

本研究探讨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的建设性，尝试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现实需求进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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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作为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演化的一种人类生活形态，社会在内涵上具有大社会与小社会、“角

落里”与“连接处”的二重性，蕴含着社会性与公共性、连接与团结的根本张力。因此，社会治

理的核心是有效调节社会二重性的内在张力，寻求努力实现“社会连接与社会团结的互动共生和

良性循环”[47]。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如果构建活力与秩序

兼具的有机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那么劳动关系治理的目标就在于实现权益、稳定、发展

之间的动态和谐。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主体已演变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新闻行动者网络”[48]，由不

同类型的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综合构成，多元的、具体的媒体行动者若均能秉持“负责任的

中介”理念，以寻求实践方案为重心，那么媒体作为一种机制总体上方可充分地发挥治理参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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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Practical Solutions —— A Study of the Constructive Core 
Connotation of Media Participation in Labor Relations Governance

Abstract: Labor relations are an important socio-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operation. Thus, achiev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labor relations is a major and urgent issue. As a social intermediary mechanism, whether the political logic assigns an inherent role or past 

experience contains empirical eviden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edia needs to become an actor of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Through observing specifi c 

real-world experiences and dialoguing with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ncepts originating outside the field,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ve core 

connotation of media participation in labor relations governanc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philosophy focusing on "seeking 

practical solutions". Implementing constructive media means upholding an attitude of "active professional participation" in ideology and focusing on 

"practice-oriented solutions" in action. Hence,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is a universal challenge facing the media.

Key words: governance of labor relations; constructive nature of the media; constructive news; 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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